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方流芳 

无锡比较研究所组织这样一个会议，把不同专业的学者聚会在一起，用不同

的专业知识、背景讨论商会和行业协会问题，我看了这两篇论文，谈一点个人的

心得。 
余晖教授的论文把两个不同的问题结合在一篇论文里，一个问题是认识论方

面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寻求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合理边界，以

行业协会作为一个主要观察点去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合理边界，这是理论层面的关

注。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经世致用的关切，这个关切就是对商会、行业协会

的不同模式进行评价，讨论什么模式更好、更适合中国，我觉得把这二方面的问

题结合在一起讨论是很有意思的。这篇文章主要谈了体制内外、中国行业协会的

沿革、行业管理的地方改革，这二个问题我觉得他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经济转型

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正如这片文章开头所讲到的，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之下，社会职能是萎缩的，

萎缩到什么程度呢？在全能政府的时代，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很大

的程度上国家吸纳了团体和个人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是单位的，单位又纳入了由

各级主管部门组成的、条块分割的系统里面。所谓的行业协会，它与政府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不过是政府的另一块牌子。那么为什么政府需要另一块牌子？这

就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一套班子、一块牌子这样更为节约，它为什么又要另

一块牌子呢？因为它有许多的功能，一个功能是政府发出的声音需要回声，比如

说有些政策发布以后，商业、协会表示拥护这就是一个回声。另外，政府也需要

通过行业协会得到信息，有时侯它还可以行业协会的名誉出面活动。像商会，中

华工商联它具有统战职能，这些都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功能。这在当时的情形

下是合理的，但是中国到现在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正如余晖教授在其论文里谈到

的，在以前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利益多元化，在

这种条件下上述做法是否还合理就值得考虑了。 
以行业协会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利益多元化不会自发的增加结社自由。我

们现在很少谈结社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谈到结社自由，但是现在大家都

有一个自我约束，不谈结社自由了。多元利益不会自发的带来结社自由，但是能

推进结社自由，促进结社自由。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在行业协会以及包括行业

协会在内的社会团体管理方面，却呈现了一个相反的趋势，就是管理越来越严。

这个趋势是不是合理，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同时我从会议的材料中看到在

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民间行业组织，比如深

圳、福建的“草根”商会，这些体制外发展起来的组织，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改

变的话，体制外的东西很快会被同化的，因为它非常弱，它抵挡不住中国官商合

流的一个大趋势，它最终还是要寻求自己的合法性。现在中国社团组织的合法性

标准是什么呢？第一要有主管部门，第二要有法人证书，没有法人证书你盖一个

图章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寻找体制外的生存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体制的改变。  
从以往的法规来看，我国对于社会团体包括对于商会是过分管制的，这种过

分管制不在于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行会，一个行业只能有一个行会，也不在于要

强制入会。最关键的还在于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你就不能发起成立行业协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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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你还没有出生以前，你就已经纳入主管部门的管理系统，你必须要去识别谁

是你的主管部门，否则你没法得到“出生证”。实际结果就是所有的所谓行业协

会都是主管部门发起的，都是主管部门增设的一个机构。所以我觉得行业协会目

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不得设立，这个规则的实际解释就是只有

主管部门才能设立行业协会。 
中国的足球协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我觉得足协现象实际上概括了中国

“公家化”的行业协会。政府对公家的事情怎么管理，这是政府的事情，公家管

理公家的企业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方法，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公家的事与私人的

事应该分开来的。我们现在谈到所有的行业协会，各种模式的行业协会其基础都

是私人的企业，公家企业是应该排除在外的。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行业协会作为社会团体，有二个基本要素：一个要素就是：

人为什么要聚合在一起，这个道理在中国的哲学里讲得很清楚，那就是人以群分。

人以群分的本能和利益驱动使人形成了聚合的需求，也就是结社自由的需求，人

们为了各种目的要结社，为了政治目的要结社，比如无锡的东林党，就是有政治

目的结社；各种商会、行会、各种俱乐部、各种爱好的集会都有其各自的目的。

医生要把自己和江湖郎中区分开来，就要有医师协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自身

的团体的利益，为了要建立自己行业的声誉。但在政府全面控制的社会里是不需

要这样一个结社自由的，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是需要的，否则就不会写进我们的宪法。 
另外一个和行业协会有关问题，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是什么呢？对于

行业协会的合法性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所有的行业协会都有独占属性，而独

占属性是要靠公共权力确认的。公共权力为什么确认你的独占，因为你的生存是

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为了维护某种公共利益，因此要确定你的合法性，就要把你

自己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合法性是一个官商之间、

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互动和认同。公共权力、人以群分或者结社自由的本能和这个

合法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通过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商会的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谈治理结构实际上是要回答行业协会有那些

治理结构问题是要政府来管制的。郑成林教授回顾了中国从满清末年到民国时期

同业公会的立法，我觉得中国从大清开始到现在都存在着一个趋势，即都是“为

民作主”。因此关于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问题，必须有这样一个哲学思考，就是

政府为人家按排的治理结构肯定是失败的，如果说公司治理有什么经验可谈的

话，那就是统一的治理结构模式是必败的。每一个行业协会，每一个社会团体，

它有它自身的属性，所以，通过统一的法规去安排这种治理结构恐怕是要失败的。

但是哪些问题应当关注呢？一个是行业协会的唯一性，就是独占性问题，它的唯

一性会造成一种局面，你要另立山头很困难，而这个行业协会又容易受到帮派、

官府，甚至受到黑社会的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了。第

二个是政府要保障它的非赢利性；第三是政府要防止一些人永久性的控制行业协

会，把行业协会变成像足协一样。足协的章程设计就是使一些人能永久控制足协，

足协的会员有个代表方式叫职务代表，就是说你如果是足协秘书班子的成员，你

就自然是会员代表，会员的职务代表占整个代表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二十个省的

代表总额，这样它就永久控制了。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些关注，政府如果能找

到它的一些要点，就能把规章建立起来。 
上午刘培峰博士对统一立法抱谨慎的态度，我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有

许多事情一旦纳入统一立法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终结，没有什么改善和发展的



 

余地了。因此谨慎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现在稀缺的不是立

法者、不是造法者，专家学者也不是说就一定要为这条立法的路为它去出力，实

际上我们最稀缺的还是一个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道德勇气，这是我们最缺乏的。

如果我们把许多事情看透、看明白，那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我用一句话来总

结我的发言，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行规问题上，我们最根本的问

题还是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有勇气表达你的思想，你才能影响政策，只

有大家把问题都看明白了，问题才会改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